释“𠨘”——兼论二祀、四祀[image: image1.png]


其卣铭的真伪
                                   孙银琼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成都  610064）
摘要：论文论证了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一）《说文解字》的“𠨘”是“辟”的分化词；（二）作册[image: image2.png]


卣铭的“[image: image3.png]Ll



”当破读“辟”，其义为君；（三）二祀[image: image4.png]


其卣长铭和四祀[image: image5.png]


其卣铭为伪造。
    关键词：𠨘  辟  [image: image6.png]


其卣
《说文解字》中的“𠨘”字，不见于传世文献，裘锡圭先生《释“柲”》认为甲骨文中的“[image: image7.png]Ll



”就是此字，
徐中舒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
裘锡圭先生《释“柲”》又赞成清代学者阮元等释《雔卯𠨘簋》中的“[image: image8.png]Ll



”为“𠨘”和丁山《𠨘其卣三器铭文考释》释《𠨘其卣》中的“[image: image9.png]Ll



”为“𠨘”，这些都是确凿不移的结论。关于“𠨘”、“[image: image10.png]Ll



”的释读与解释，不仅仅是一个纯文字学的问题，还涉及到金文研究中的一桩公案，即二祀[image: image11.png]


其卣长铭、四祀[image: image12.png]


其卣铭文的真伪问题。由于商代晚期金文长铭甚少，但二祀[image: image13.png]


其卣长铭38字，四祀[image: image14.png]


其卣长铭42字，为商代金文所少见，铭文内容提供了商代晚期历史、祭祀文化、文字、词汇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因而其真伪问题就是涉及到商代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研究等多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拟对“𠨘”进行考释，为彻底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我们的看法与思路。现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𠨘”的词源；（二）作册[image: image15.png]


卣铭“[image: image16.png]


其”的解释；（三）二祀[image: image17.png]


其卣长铭、四祀[image: image18.png]


其卣铭的真伪。
一  “𠨘”为“辟”之分化
“𠨘”字《玉篇》、《广韵》没有收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认为《广韵·至韵》训“好皃”音兵媚切的“邲”即此字之伪。他说：“按：《卫风》‘有斐君子’，《释文》云：‘《韩诗》作𠨘，美皃。’盖即此字。而今本《释文》及《广韵》皆误从邑作‘邲’。《广韵·六至》云：‘邲，好皃。’《五质》云：邲 ，地名，在郑；又美皃。其误甚矣。”
段玉裁的意见是很正确的。这个字《说文解字·卩部》训为“宰之也。从卩，必声。”
“𠨘”之本义为动词，是主宰，治理的意思。对此《说文解字注》曾有解释：“盖主宰之也。主宰之，则制其必然，故从必。”
传统训诂和文献用例皆可为证。《广雅·释言》：“宰，制也。”
《玉篇·宀部》：“宰，治也，制也。”
《老子·五十一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说文解字·辟部》又有“𨐨”字：“𨐨，治也，从辟从井。周书曰：‘我之不𨐨。’”
所引书证乃《尚书·金滕》文，今本作“我之弗辟”。
《说文解字注》根据《尚书·释文》改为“𨐨，法也。”
段玉裁所改，王鸣盛《蛾术编》已辨其误，指出《尚书·金腾》“我之弗辟”之“辟”，许慎所引孔安国所传《尚书》当作“𨐨”，其义应当根据郑玄《尚书注》训为“避”，“𨐨”为“避”之借字。
先秦文献中“避”字多用“辟”，今本《尚书》“我之弗辟”的“辟”，与“避”为古今字。 
    “𠨘”、“𨐨”实即“辟”的分化词，也就是说“辟”是“𠨘”、“𨐨”的源词。
《说文解字·辟部》：“辟，法也，从卩，从辛，节制其罪也，从口，用法者也。”
《说文解字》对“辟”的字形分析是错误的，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已正确指出，训“法”的“辟”甲骨文本作“[image: image19.png]


”，不从口，金文“辟”实即“壁”的本字，从口，[image: image20.png]


声，这个“口”，是“璧”的象形初文，并非说文解字训为“所以言食也”的“口”。
由于传世文献中，“[image: image21.png]


”字被淘汰，故表示玉璧的“辟”替换了训法的“[image: image22.png]


”（下文即以“辟”代“[image: image23.png]


”），又别造累增字“璧”字。
“辟”实兼有“𠨘”、“𨐨”的“治理”之义。“辟”《说文解字》训“法”，其本义为法度。《尔雅·释诂》：“辟，法也。”
《诗经·大雅·板》：“民之多辟，无自立辟。”毛传：“辟，法也。”
《诗经·小雅·雨无正》：“如何昊天，辟言不信。”毛传：“辟，法也。”
《管子·宙合》：“故谕教者取辟焉。”尹知章注：“辟，法也，取为规矩也。”

“辟”为法度，引申指制定法度的人，即君主。《尔雅·释诂》：“辟，君也。”
《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作福，作威，玉食。”伪孔传：“言惟君得专威福为美食。”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郑笺：“辟，君也。”

国君为治理臣民天下之人，因而“辟”又引申指治理。”《尔雅·释言》：“辟，历也。”郝懿行《尔雅义疏》：“历者，厤之假借。《说文》云：‘厤，治也。’”
《玉篇·辟部》：“辟，理也。”
《左传·文公六年》：“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杜预注：“辟，犹理也。”
“理”是治理之义。《广雅·释诂》：“理，治也。”
《易经·系辞下》：“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淮南子·原道》：“夫能理三苗 、朝羽民、徙裸国、纳肃慎、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其惟心行者乎！”高诱注：“理，治也。”

“𠨘”、“𨐨”即为表治理义的“辟”的分化。“辟”、“𨐨”《广韵》并音必益切，则“𨐨”实以“辟”为声符，上古音二字同为帮母锡部，二字读音相同，意义相同，为同源词无疑。
“𠨘”大徐本《说文解字》引《唐韵》注音为“兵媚切”，帮母至韵，但其声符为“必”，“必”《广韵》卑吉切，帮母质韵，因而“𠨘”上古音帮母质部。“辟”、“𠨘”上古音声母相同，韵为通转关系，语音至近，二字音近义通，为同源词无疑。质部字与锡部字为同源词的不乏其例，如：
“寔”与“实”为同源词，“寔”禅母锡部，“实”神纽质部，声为旁纽，韵属通转；
“遞”与“迭”为同源词，“递”定母锡部，“迭”定部质部，二字声为双声，韵属通轉。

在传世文献中，“𨐨”字被淘汰，“𠨘”讹作“邲”，且成为“斐”的借字，本义废而假借义行，
二字的“治理”义仍由“辟”来承担，“辟”为“𠨘”、“𨐨”的源词的关系遂晦而不明。
                   二  作册[image: image24.png]


卣铭“[image: image25.png]Ll



”当读“辟”
上文我们论证了“𠨘”为“辟”之分化，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作册[image: image26.png]


卣铭文中“[image: image27.png]Ll



其”的意义。
作册[image: image28.png]


卣旧称六祀[image: image29.png]Ll



其卣，
《殷周金文集成》
列为05414号，《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
列为13312号，铭文开头说：“乙亥，[image: image30.png]Ll



其易（赐）乍（作）册[image: image31.png]


耑、[image: image32.png]


。”
铭中“[image: image33.png]Ll



其”，学者大多认为是人名，独张政烺先生《[image: image34.png]


其卣的真伪问题》和《半个世纪前的一桩公案——[image: image35.png]


其卣的真伪问题》认为商代晚期铜器六祀[image: image36.png]


其卣铭文中的“[image: image37.png]


其”并非人名，“[image: image38.png]


”为爵称或尊称，“其”为置于动词前的副词。
他在《[image: image39.png]


其卣的真伪问题》中说：“乍册[image: image40.png]


是作器者，其族徽为亚獏，可见是一个贵族。商周之际铜器铭文中常见作册一官，职位很高。”然后举般甗、作册大鼎、[image: image41.png]


卣、麦尊、疐鼎
铭文为证，指出作册的“赏赐者皆王、公、辟侯，古人为尊、亲讳，不称其名，以此例彼，我疑心[image: image42.png]


不是人名而是爵称或尊称。‘其’是副词，置动词前，金文中常见。”
张先生这个论断是符合实际的。金文中的作册，即《尚书·洛诰》“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中的“作册”，职掌著作简册，册封、诰命等事务，又称作内史，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属太史寮管辖。

   在金文中，同一作册作为被赏赐者出现的，除了张先生文所举5例外，还有如下8例：
1.《作册般鼎》：癸亥，王[image: image43.png]


于乍（作）册般新宗，王商（赏）乍（作）册豊贝。（商代晚期，《集成》02711）
赏赐者为王。
2.《作册般鼋》：王令（命）寝馗兄（贶）于乍（作）册般，曰：“奏于庸，乍（作）女（汝）宝。”（商代晚期，《商周》19344）
赏赐者实质亦是王。
3.《作册睘尊》：君令余乍（作）册睘安尸（夷）白（伯），尸（夷）白（伯）宾用贝、布，用乍（作）朕文考日癸旅宝。（西周早期，《集成》05989）
赏赐者为夷伯。
4.《作册折尊》：隹（唯）五月，王才（在）斥，戊子，令（命）乍（作）册折兄（贶）望土于相侯，易（赐）金、易（赐）臣，扬王休。（西周早期，《集成》06002）
赏赐者为王。
5.《夨令尊》：乍（作）册令敢扬明公尹厥贮，用乍（作）父丁宝尊彝。（西周早期，《集成》06016）
赏赐者为明公尹。
6.《作册[image: image44.png]


卣》：才（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太）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公大（太）史在丰，赏乍（作）册[image: image45.png]


马。（西周早期，《集成》05432）
赏赐者为公太史，公太史能到宗周觐见周王，地位尊崇无疑。
7.《作册吴盉》：王乎（呼）雟偈召乍（作）册吴，立[image: image46.png]


门。王曰：“易（赐）驹。”（西周中期，《商周》14797）
赏赐者为王。
8.《寓鼎》：戊寅，王蔑寓历，史（使）谆大人易（赐）乍（作）册寓□羹。（西周中期，《集成》02756）
赏赐者为王。
上举8例，器主（即受赐者）对赏赐者概未称名，足见张政烺先生的论断正确，则“[image: image47.png]Ll



其”并非人名无疑。我们认为，这里的“[image: image48.png]Ll



”是“辟”的借字。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image: image49.png]Ll



”即“𠨘”，是“辟”的分化词，“辟”是“[image: image50.png]Ll



”的源词，则“[image: image51.png]Ll



”自可借作“辟”。“辟”有君义，金文中，“辟”表君主义常见。如：《大盂鼎》：女（汝）勿蔽余乃辟一人.（西周早期，《集成》02837）“乃辟”即“乃君”，义为你的君主。
 “辟”可与“王”、“君”、“侯”同义连用。
“辟”、“侯”连用为“辟侯”。《麦方尊》：“乍册麦赐金于辟侯，麦扬，用乍（作）宝尊彝……唯天子休于麦辟侯之年铸。”（西周早期，《集成》6015）又可作“侯辟”。《太保玉戈》：六月丙寅，王才（在）丰，令（命）大（太）保省南或（国），帅汉，出殷南，令（命）濮侯辟用鼄走百人。（西周早期，《商周》19764）
“辟”、“君”连用为“辟君”。《召圜器》：“唯十又二月，初吉丁卯，召肇进事，旋走事皇辟君。”（西周早期，《集成》10360）
“辟”、“王”连用为“辟王”。《伯硕父鼎》：用孝用享于卿事、辟王、庶弟、元兄。（西周晚期，《商周》02438）
“[image: image52.png]Ll



”读作“辟”，则“[image: image53.png]Ll



其赐作册”就是“辟其赐作册”，《[image: image54.png]


京鼎》有类似的语例。
《[image: image55.png]


京鼎》：［扬］辟商（赏），用乍（作）享□尊彝。（西周早期，《集成》02398）
“赏”与“赐”为同义词，“辟赏”即“君赏”，“君赐”，与“[image: image56.png]Ll



（辟）其赐”语例正同。《麦方彝》亦有类似语例。
《麦方彝》：才（在）八月乙亥，辟邢侯光（贶）厥正事（吏）。（西周早期，《集成》09893）
“贶”为赏赐义，与“赏”、“赐”为同义词。“辟邢侯贶厥正吏”与“[image: image57.png]Ll



其赐作册”语例亦同。
上引《麦方尊》“乍册麦赐金于辟侯”，乃是被动语态，麦被辟侯赐金，“[image: image58.png]Ll



（辟）其赐作册[image: image59.png]


耑、[image: image60.png]


”，是主动语态，[image: image61.png]Ll



（辟）赐作册[image: image62.png]


耑、[image: image63.png]


。这足见“[image: image64.png]Ll



”为“辟”之借字，至于“其”正如张政烺先生所说为置于动词前的副词，这种用法的“其”，在金文中数见不鲜，不烦举例。
                   三  二祀、四祀[image: image65.png]


其卣铭的真伪
学界常将上文所论作册[image: image66.png]


卣（旧称六祀[image: image67.png]Ll



其卣）和二祀[image: image68.png]


其卣、四祀[image: image69.png]


其卣合称为[image: image70.png]Ll



其三卣，现均于藏故宫博物院。《商周》12429、13323、13312号分别刊布有三卣器形照片和铭文，《集成》分别列为05412、05413、05414号。
三卣均非科学发掘品，据王文昶先生《铜卣辨伪》，二祀[image: image71.png]


其卣“一九四○年河南安阳出土，为残品，后运京归陈鉴塘，陈将此卣交张兰会修配后，又交张沛霖转手卖予苏体仁。解放后，此卣归章乃器所有，之后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四祀[image: image72.png]


其卣“是一九五六年故宫博物院收购的，解放前由张效彬先生收藏多年……也是安阳出土的，是件残缺修配器。”六祀[image: image73.png]


其卣（即作册[image: image74.png]


卣）是王文昶先生“一九五七年随唐兰先生去文物商店见到的，经收购后归故宫。此卣是文物商店由上海收购来的，是件完整器。” 

二祀、四祀[image: image75.png]


其卣盖与器内底并有四字铭文：“亚獏父丁。”二祀[image: image76.png]


其卣器外底有38字长铭；四祀[image: image77.png]


其卣器外底有42字长铭；作册[image: image78.png]


卣器盖同铭，各29字。
据张政烺先生《[image: image79.png]


其卣的真伪问题》，二祀[image: image80.png]


其卣铭文1940年刊布于李泰棻《痴庵藏金》，黄伯川先生1942年出版的《邺中片语·三集》也收录了二祀[image: image81.png]


其卣铭文，1945年郭沫若先生曾手摹三器铭文，后于省吾先生1957年出版的《商周金文录遗》首次汇印三器铭文。1947年，丁山先生曾著文考释三器铭文。

关于这三件铜器的真伪问题，学界聚讼纷纭，李棪先生1970年发表的《晚殷[image: image82.png]


其三卣考释》曾有详细论述，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又对三器真伪有过较多讨论，直到今日，问题仍未完全解决。
张政烺先生《[image: image83.png]


其卣的真伪问题》认为二祀[image: image84.png]


其卣长铭是伪刻，但器为殷代之物，四祀[image: image85.png]


其卣为伪器伪铭。
通读张政烺先生《[image: image86.png]


其卣的真伪问题》，他认为二祀[image: image87.png]


其卣长铭是伪刻的理由为：1.长铭刻在卣的外底，青铜卣铭当在内底；2.盖和器内底铭文精彩生动，而长铭文字“结体散漫，笔画软弱无力”，“漫漶无精神”；3.琉璃厂通古斋主人黄伯川承认卣初到北平时，他所见到的未修配前的卣没有长铭；4.藏器者陈鉴塘是于省吾的学生，能够附会师说伪造铭文；5.铭文有伪造字；6.文义不通。
四祀[image: image88.png]


其卣为伪器伪铭的理由则为：1.长铭出现于外底，不合常规；2.外底为平，与二祀卣底内凹外凸不一样，卣的形制西周初期常见，不见于殷代；3.去掉外底铜锈后，铜色是新的，字的笔画深而又许多修改的刻痕，字口和商代铸铭全不一样；4.铭文有伪造字；5.字体恶劣；6.文义不通。
张先生此文发表虽晚，但其观点在上世纪40年代以来即在学界流传。

王文昶先生《铜卣辨伪》曾总结学界质疑四祀[image: image89.png]


其卣的根据：“对四祀[image: image90.png]


其卣的真伪，国内外都有人产生怀疑，怀疑的根据有三点：（一）卣的铭文刻在器底外者少见；（二）铭文字体软而无力，字口有修痕；（三）此卣器形为圆壶形，与椭圆形的二祀[image: image91.png]


其卣、四祀[image: image92.png]


其卣、六祀[image: image93.png]


其卣不同。”
这三点质疑亦可涵盖在张先生的质疑之中。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学界对张先生质疑的解释。
一、针对四祀卣的形制不合殷器的问题，王文昶先生《铜卣辨伪》说：“商周时代，同一人做的一批礼器内，器形就有不同，这种情况是常见的……这三件[image: image94.png]


其卣不是一年所作，器形更可有异。”朱凤瀚先生《有关𠨘其卣的几个问题》认为，就形制而言，商末和周初难以截然划分，在已著录的商周之际的青铜卣中不乏类似四祀卣形制的，“四祀𠨘其卣仅就形制而言似还不宜简单下结论，认为器与铭文时代不合”。

从王、朱二先生的论证来看，四祀𠨘其卣的真伪就有或然性：可能为真，也可能为假，难以仅据卣的形制来判定。
二、针对四祀卣字口有修补痕迹的问题，王文昶先生《铜卣辨伪》解释说：“铭文字口确有修动，而且有伤，者是修时咬坏的。当初这件卣底锈厚，字看不清（现在尚可看到铭文边旁留有厚锈之痕），要使字看得清楚，必经修、咬，一次不清楚，再修再咬，次数多了就把字口咬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但并没有刀刻之痕，显然不是后刻字，而是真字修动时咬坏的。”
王先生所说是有根据的，但王先生并非四祀卣的修补人，修补者根据王文可能是陈鉴塘和张兰会等人。因而尽管王先生的解释合情合理，但是四祀𠨘其卣的真伪仍有或然性：可能为真修补而成，也可能为伪造。
三、关于文义不通的问题，通过丁山、董作宾、李棪、李学勤、杜迺松、朱凤瀚等学者考释，大致可以读通，
但这至多只能证明朱凤瀚先生《有关𠨘其卣的几个问题》所说的“即使器物上铭文部分为伪造，也必以真铭为本”这一看法，因而关于这一点的解释也是有或然性的。
四、关于二祀卣藏器者陈鉴塘是于省吾的学生，能够附会师说伪造铭文的问题，本是张政烺先生的推论，有或然性。
五、关于铭文有伪造字的问题，也是具有或然性的，如果铭文为假，其中自然如张政烺先生所说有伪造字，但如果铭文为真，就可以解释为是新见于这几器铭文的字。
六、关于铭文不合常规出现于外底的问题，张光裕先生《故宫博物院藏[image: image95.png]


其三卣笔谈》已经指出铭文出现于器外底并非绝无仅有。
因而据这条理由质疑二祀卣、四祀卣的真伪具有或然性。
七、关于黄伯川所言二祀卣没有长篇铭文的问题。丁孟、建民先生《[image: image96.png]


其卣的X射线检测分析》介绍说：“80年代初故宫在搞文物鉴定时，王文昶先生曾当面向陈询问过二祀[image: image97.png]


其卣的情况，据陈讲，卣出土时为残品，但铭文部分是好的，卣的底部铭文处是完整的。”
这里的陈即陈鉴塘。据李棪《晚殷[image: image98.png]


其三卣考释》和王文昶《铜卣辨伪》，黄伯川和陈鉴塘都曾与二祀[image: image99.png]


其卣发生过密切关系，曾先后收藏，他们是当事人，本应最有发言权。黄伯川明确否认二祀卣最初有长铭。这两个当事者的言辞初看似互相矛盾，实则不然。我们不知道王文昶先生和陈鉴塘的具体谈话情况，仅据丁孟、建民《[image: image100.png]


其卣的X射线检测分析》所言分析，陈的言辞其实暗含机锋。“卣的底部铭文处是完整的”既可以解释为卣的内底的铭文是完整的（意即只有内底有铭文，没有外底长铭），也可以解释为卣的内底铭文和外底长铭都是完整的（意为既有内底铭文，又有外底长铭）。总之陈鉴塘的言论语意含混，是有或然性的，不如黄伯川所言明确，比较黄陈言论，二祀卣长铭为假的可能性大于为真。
八、关于二祀卣长铭和四祀卣字体恶劣，二祀卣盖和器内底铭文精彩生动，而长铭文字“结体散漫，笔画软弱无力”，“漫漶无精神”的问题，学界没有讨论。
从铭文拓本来看，作册[image: image101.png]


卣（六祀[image: image102.png]Ll



其卣）孙稚雏先生《[image: image103.png]


其三卣应先辨真伪》称之为“文字极顺眼”，与二祀卣、四祀卣有别。六祀卣作器者为作册[image: image104.png]


，若二祀、四祀卣为真，作器者则为[image: image105.png]


其，作器者不同，字体风格自然有别。今仔细观察二祀、四祀卣铭文拓本，四祀卣的铭文确如张先生所言“字体恶劣”，确不似殷代晚期金文，但也可以解释为因与二祀卣非同时所铸，字体有别，作器者水平低下；二祀卣拓本，确如张政烺先生所言，卣外底长铭和盖铭、卣内底铭结体有别，长铭确如张先生所言“结体散漫，笔画软弱无力”，“漫漶无精神”，同一器上的铭文，一同铸造，为何有这样的差别，这是长铭真伪的关键之处，可惜的是认同此长铭为真的学者忽略了这一点。
从上述分析来看，二祀卣长铭为假、四祀卣铭文为假的可能性大于其为真。
丁孟、建民先生《[image: image106.png]


其卣的X射线检测分析》介绍，利用X射线对二祀卣和四祀卣拍照分析，得出结论：“两卣底部与圈足是完整的，铭文是在原底上，看不出作伪的迹象。”
这个结论，只否定了张政烺先生认为四祀卣是铸了一片伪铭然后贴上去的观点，并不能否定二祀卣长铭是伪刻，四祀卣铭文均为伪刻的观点。
学界认为两卣铭文不可能伪造还有一个看似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民国时期的人没有能力伪造两卣这样的铭文可以解释、文辞合于其他古文字材料的铜器。

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值得分析。我们先看看王文昶在《铜卣辨伪》中的观点：“作伪字要有所本，无故杜撰不出来，四祀[image: image107.png]


其卣比二祀[image: image108.png]


其卣出土早，二器铭文与后出土的二祀[image: image109.png]


其卣的铭文各部位完全吻合，伪造不可能这样巧。”本节已经指出王文关于二祀[image: image110.png]


其卣出土于1940年是错误的，[image: image111.png]


其三卣的流传情况并不是特别清楚，不能认为四祀[image: image112.png]


其卣比二祀[image: image113.png]


其卣出土早。二祀卣长铭、四祀卣铭文若属同人伪造，自能巧合。
认为民国时人没有能力伪造两卣，只是一种主观认知。自宋代以来，伪造青铜器之精、之多是众所周知的，伪造者的专业知识并不一定不如专业学者。今举2例以见一斑：
1.据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记载，北京琉璃厂式古斋曾花一万元购买一件提梁卣，因器为赝品而破产；民国时古董商人吴启周曾花巨款购买古铜器，后方知为自己外孙叶叔重所伪造。
正如程先生等言：“当时作伪手法之高超……由此二例可见一斑。”
2.据马承源《中国青铜器》记载，“1956年上海博物馆曾处理一批购自苏州周梅谷作伪的青铜器，其中一件仿商代的虎食人卣，调拨某一博物馆，过了十余年，此器竟引起了一些在京的文物专家的极大兴趣，竟认为是新发现了一件极其珍贵的重要文物。”
这足以说明伪造技术之高。
文物界赝品流行，伪造甚多，本是常识。只要有利可图，自是赝品流行，伪品蜂出。青铜器伪造始于宋代，伪仿技术高超；甲骨文1898年始现人间，民国时期伪品之精已是令人真假莫辨。
王宇信先生《中国甲骨学》中谈到安阳刘某、郑州刘某及侯某所仿刻甲骨，基本上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甲骨文仿刻如此，以此例彼，又何以见得不能伪造二祀、四祀卣铭文？更何况还有如朱凤瀚先生《有关𠨘其卣的几个问题》所说二卣铭文以真铭为本的可能性。其实专家认为不可能之事未必不可能。过去学界关于甲骨文刻字不能用玉刀、不能使用青铜刀在未经软化的甲骨上直接刻字的看法不是都证明是错误的吗？
所以主观的认为民国时期人没有能力伪造二器铭文并不是一种理性的证明，并不能证明二卣铭文为真。
主观上认定二卣为真的学者，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张政烺先生指出的，作册[image: image114.png]


卣（六祀[image: image115.png]Ll



其卣）中的“[image: image116.png]Ll



其”可能不是人名，因为根据金文文例和古代礼制，风俗，地位甚高的作册的赏赐者，地位必然比作册更为尊崇，受赐者作册[image: image117.png]


卣不可能直呼其名，本文第二节已经列举金文所有涉及到作册为受赐者的例证，概莫能外。这也是一个判定二卣铭文为真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第二节已经论证作册[image: image118.png]


卣铭中的“[image: image119.png]Ll



”为“辟”的借字，“其”如张政烺先生说是置于动词前的副词，那么二祀[image: image120.png]Ll



其卣长铭、四祀[image: image121.png]Ll



其卣铭文的真实性就更值得怀疑。因为三器均有“亚獏”二字，三器器主属同一氏族，现在既已知作册[image: image122.png]


卣器、铭俱真，“[image: image123.png]Ll



其”非人名，那么二祀[image: image124.png]Ll



其卣长铭、四祀[image: image125.png]Ll



其卣铭中的“[image: image126.png]Ll



其”就不可能是人名，但是二祀[image: image127.png]Ll



其卣长铭、四祀[image: image128.png]Ll



其卣铭文中的“[image: image129.png]Ll



其”只能解释为人名，这是一个矛盾。合理的解释是，二祀[image: image130.png]Ll



其卣长铭、四祀[image: image131.png]Ll



其卣铭文俱伪，作伪者误以作册[image: image132.png]


卣铭中“[image: image133.png]Ll



其”为人名，据以造二祀卣长铭和四祀卣铭文，这才能解释二祀卣盖铭和内底铭与外底长铭风格迥异的矛盾，才能解释何以四祀卣铭字体恶劣，不似晚商文字。
综上所述，二祀卣长铭、四祀卣铭为伪造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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